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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 Sinian is famous for his attitude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is life, he always in-
sisted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western medicin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and expe-
rience received in the early years, the study abroad in London and Berlin in the youth, and the four 
times of the climax of the debate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aboli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refore, 
it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clearly understand why such cognition is formed. 
In 1934, he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 So-Called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learly stated hi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medicine and joined the debate on “the scientif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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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斯年素来以持抵制中医的态度而闻名遐迩。在他一生之中，始终坚持为具有科学精神的西医摇旗呐喊。

溯其根源，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及经历、青年时期赴伦敦和柏林留学、四次“国医存废”论争高潮紧密相

关。因而，需从较长时段去考察，方能清晰地理解其为何形成此种认知。1934年发表《所谓“国医”》

一文，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加入至“国医科学化”论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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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及中国文化自身危机的加深，使当时

生活面貌产生了明显的“断裂”与“传承”。最初，沿海较早“开户”的通商口岸所受影响最大，而内

地随后亦不同程度上受“新”的文化与观念冲击。这些变化给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几次重大的

“中西医之争”就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反映。西方思维方式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让时人对中国传

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便产生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国

学热”的出现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的提倡，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又引发时下学者的关注，诸多

学者对过去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之争”1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 而傅斯年于 1934 年 3 月

5 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所谓“国医”》，开始明确表达开了自身对中医的态度，之后连续撰写《再

论所谓“国医”》等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提倡西医的科学化、反对中医的玄学化。对此，有部分学者已

经注意到傅氏对中医的态度，并将傅所发的几篇文章进行了分析，部分还原了其反对中医玄学化态度背

后的缘由[1]。但是，过去研究对傅斯年产生这样一种态度的分析缺乏较长时段的考量，尚未追根溯源。 

2. 早年教育对傅斯年的影响 

傅斯年于 1896 年 3 月 26 日出生于山东聊城。聊城的发展与大运河和八股文命运相伴随，于 1905 年

科举制度虽废除，但是并未降低该地对传统文化的依赖程度[2]。在此背景之下，傅斯年在启蒙教育阶段

仍然接受的是较为传统的教育，当时的人们仍然期待科举制度有朝一日会重新开设，没有完全放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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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将“中医”与“国医”概念等同看待，认为中医是中国的“国粹”。在 2009 年，由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

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国医大师”表彰暨座谈会，30 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包括民族医药)的老

专家获得表彰。因而，下文将“中医”与“国医”互用，实际表达意义相似。 
2对于“中西医之争”主要论著较多，有专著、硕博士论文、期刊论文。主要研究专著有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祝世讷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刘理想的《中医存废之争》(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年版)、区结成的《当中医遇上西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等，硕博士论文主要有刘明月

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医权势之争：中央国医馆研究》(保定：河北大学，2017 年)、黄艳的《试析民国时期两次中西医论争》(济南：

山东大学，2011 年)等，期刊论文主要有邓文初的《“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2003 年第 6
期)、左玉河的《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 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年第 5 期)、李秉奎

的《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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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而走向辉煌仕途。于科举制度之下，清代学校所肄习者为科举之学，而科举之学尤重者为四书文，

即时文或八股文。书院院长择取优异者要求即是“将经学、史学、治术之书，留心读贯，以其余功兼如

对偶声律之学”，而八股有明确的格式规定，少有论者发挥余地，重视八股文教育，即长久以往地形成

了细致遣词造句的朴实之风[3]。傅斯年家族历来重视传统教育，同时受其祖父的影响，又具有好战的一

面，像其祖父一样，兼具武士与智者两种性格，养成了其日后好战、爱国的品格[2]。在 1934 年，傅斯年

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发表《再论所谓“国医”》、《答刘学睿〈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等

文章与“对手”进行论战，认为国医“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不相容”[4]。傅斯年对中医的态

度尤为坚决，或许受其早年教育和家族的影响是较深的，这个烙印一直伴随着他一生。看待事物细致入

微及拥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一直是傅斯年的风格。 
在傅斯年的早期时代中，正是“经降史升”转型期。晚清以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广为流传，

尽管章学诚仍是尊经的，显然无意动摇六经的权威地位，但是章又认为“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

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无意中又有由“经”入“史”这样一种倾向[5]。清代所倡导之治经传统，其学

问又名朴学，乾嘉考据学一直盛行，在民国时期仍有较大的市场。傅斯年早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由“经”

入“史”转型期，但治学传统的转型并未完成，这也成为傅氏今后治史与判断事物的准绳之一。乾嘉考

据学以其严谨的考据功夫擅长，在治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傅看来，考据学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有相通

之处，他认为“清代考据是中国学术中唯一充满了科学精神和逻辑推理的一个分支”，但是他又注意到，

不能将清代学术本身理解为科学，而应当将清代严谨的文字训诂方法运用到诸如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上[2]。
因而，在这样的时代下，由“经”入“史”的潮流也在不断催化着傅氏对传统文化做出相应的思考。对

于缺乏科学解释理论的中医，在傅看来，明显缺乏说服力，无法去严谨地验证其科学性，因而傅斯年“宁

死不请教中医”[6]也可视为自然之事了。 
当然，对傅斯年来说，早期成长影响是深层次的。在 1934 年与陈泽东、赵寒松、刘学睿等进行国医

之争中，为维护自己的立场，以科学精神作为武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底气。而科学精神在傅的心底扎根

则要溯源至其留学伦敦和柏林，这对他在国医论争中认知取向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 

3. 傅斯年与“科学”为友 

1934 年，在与陈泽东、赵寒松、刘学睿等“对手”进行关于“国医问题”论战时，傅斯年主要就是

利用“科学”作为武器进行的。赵寒松于《大公报》上撰稿《评傅孟真所谓国医》，对傅《所谓“国医”》

一文予以猛烈进攻，论述国医大有优点之所在。陈泽东也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中对国医在中国历

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了辩护，认为“溯吾国医药之学，创拾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

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而傅立即发表《再论所谓“国医”》一文对上

述两者予以回应，虽说傅在表面上说陈氏一文比赵寒松更为合理，但从字里行间明显可看到，无形中对

“儒医”正统论予以质疑和批评。傅认为“中国传统的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而且

赵氏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唯一原因”，中医于此并无对应的说法[7]。明显可以看出，傅对赵、刘

的论战是以“科学”为武器进行展开的。而傅与“科学”为友的观念主要是在留学伦敦、柏林过程中形

成的。 
傅斯年在伦敦留学期间，已经制定了全面地学习“西方学问”的计划，正是他这个计划，让他在留

学伦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触发其初步树立起科学观念。傅在伦敦先是学习心理学，其后又转

学医学，而且将萧伯纳(Bernard Shaw)、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作为自己的偶像[2]。
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心理学与医学在进行实验时具有与乾嘉考据学相通之处，这样一种认同加强了

傅氏最初决定广泛学习“西方学问”的决心。正是最初执中两用的原生性动机，给了他不拿学位，而需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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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学习“西方学问”各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1920 年，傅在信中告诉胡适，他不想做文章，原因在于

“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途中

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及“觉得心里边 extroversion 的趋向

锐减，而 introversion 之趋向大增”。从中可窥探出他思想的转化，在留学伦敦之前，傅作为维护传统文

化的一员，是较为推崇乾嘉考据派治经之学的，而此时他逐渐追求科学，希图从科学中寻找到自己想要

的那个“真理”。尽管中途因俞伯平之事有所耽搁，但是傅一旦下定决心去探索他心中的“真理”，就

没有想过有所放弃。在伦敦的三年，他除了学习心理学和医学，在信中还告诉胡适：“近中温习化学、

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8]，
在信中，明显看出傅已经极为重视“西方学问”的各个领域了，而且他所接触的这些领域很注重思维上

的训练及实验的验证。一方面，这为以后进行国医论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同时也为他在论战中进

行逻辑严密的科学说理注入了思维素养。 
1923 年，因德国出现通货膨胀，给傅斯年留学德国提供了机遇。傅斯年在留学期间经济相对来说较

为拮据，赴伦敦留学也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1923 年，傅给罗家伦的信就说明了其留学期间的难处。

“近期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星期一方知交学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9]。
在柏林的留学，使傅斯年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科学”的认识，也使其对“科学结构”的建构更为系统化。

傅斯年虽是以本科生的身份于柏林大学人文学院注册，但是他主要精力确是放在与爱因斯坦性对轮相关

的课程及比较历史语言学课程上。此外，比较关注能够给多种社会现象以科学解释的学科，将科学的解

释扩大到社会现象上去，对傅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统计学、实证主义、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学派和比较语言学[10]。这样的知识结构，使傅斯年形成了客观、严禁、科学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不仅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治史思想，而且也使他对国医的态度发生转变。众所周知，

中医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论概述，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经验的传授。此外，它在为病者治疗过程中，

主要也是凭借经验或者一种直觉感知，这对转而信奉科学主义的傅斯年来说，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 
傅斯年在英国和德国的留学，实验主义在他的心底扎根发芽已久，国医明显缺乏在实验途经上的说

服力，故傅对此感到对中医是失望的。傅认为：“其实所谓‘国医’者，经则有之，验则难说；方则有

之，良则未必”[11]，而且“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古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深厚(傅斯年注：由汪

敬熙先生告知)，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

所能办的”[12]。在傅斯年与刘学睿及其他“对手”论战时，都十分强调科学术语的重要性，以及科学的

实验性所带来的信赖感。而中医在病理及药理上的模糊性，给傅斯年更多的是一种不屑。他提醒道：“请

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实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

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

成不可治”[13]，足以可见傅对国医失望到较深的程度。傅斯年他对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历史语言研

究所上，而且在生活的多种面向中都无形看到了他追求“真理”的一面。 

4. 数次“中医存废论争”余波的激荡 

根据李秉奎的研究，他大致将近代以来的“中医存废论争”总结为有四次高潮：第一次论争在 1909
年~1910 年间，中国医学会围绕评价中西医和改良中国医学展开辩论；第二次论争在 1912 年，中医被北

洋政府排除与教育体制之外，引发中医界救亡请愿及中西医论战；第三次是在 1917~1922 年间，余岩的

《灵素商兑》激起杜亚泉、恽铁樵等人的回应；第四次为 1929 年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余岩的《废止旧

医案》获得通过，进而将论争推向高潮[14]。前面三次论争高潮时站在对国医本身问题的讨论，范围相对

来说较小，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未达到全面之程度。但是，前面三次论争确实深刻影响着第四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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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第四次论争是前面第三次论争高潮的“总积累”。傅斯年在 1934 年发变《所谓“国医”》一文引起轰

动，可以说他也是在前面数次论争中，随之论争内容的深化和范围的扩大，加之他在英、德期间受科学

思想综合作用，对中医“负面”的一面认识系统化，使之展开了对国医的批判。 
尤其是在第三次论争高潮期间，“科玄之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文化分野尤为明显，甚至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梁溯溟曾对两者作了系统的说明。“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

的精神”[15]，从而进一步指出科学与玄学的明显区分，“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

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

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15]。梁氏以中西方对“艺术”界定的差异来说明“科学”与

“玄学”明显存在分野，“大约在西方国家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15]。
西方讲求公例原则，需要大家公认证实，而中国传统特别将西方认为的科学视之为“术”，“术”主要

追求的是一种差异，不能建立起共认的准则。对于中医，中医一向善于直接开“药方”，并无具有说服

他人的系统的病理和药理，“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为他是认整个人的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

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

顶多算他的主观意见而已”[15]。梁漱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护者，其道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则是对

传统文化优越感渐失的忧虑。傅斯年在 1934 年，进行“国医科学化”论争的理论武器，除了受英、德两

国学术氛围的影响外，二十年代的“科玄之争”对他影响亦然。 
傅斯年在 1934 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引起轰动效应，不能说明他就是“国医科学化”论争的

发起者，其实则为积极的参与者，在 1934 年引发论争的高潮。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1934 年之

前，就已经展开了对“国医”内涵的讨论、国医如何实现“科学化”论争及对国医未来走向进行了辩论，

而且定调中医为负面性明显占上风[16]。这使傅氏对中医的认识向着负面的方向渐行渐远。傅氏他明确想

有建立科学精神场所之雄心壮志，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即是他在实践中

落实自己的理想，“史学即是史料学”成为史语所重要的行动指针，就是力图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

之学。而傅对“国医”的洞见不过是他在另一文化领域欲追求科学化的理想。1935 年 6 月 14 日，在北

平协和医学校毕业式中，傅谈及学医学护士之难在于“社会流传的非科学的疾病观”、“虚假的人道主

义”、“社会上不鼓励的态度”及“中国的穷”，告诫后学要有“职业与道德的勇气”[17]。傅斯年这是

对即将走上医学工作岗位毕业生诫勉的话，同时也是他自己对科学化医学命途发展的担忧。这也是他在

1934 年发表《所谓“国医”》之后一年的又一次表态，一以贯之的中医观呈现出傅对科学精神向往的面

向。 

5. 结语 

1934 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发表《所谓“国医”》一文引起了轰动，引发了关

于国医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的论争。在进行论争过程中，傅斯年一直坚持国医不如西医科学，

国医借主观臆断及经验判断，直接对病者“开药方”。而西医恰好相反，它具有病理和药理的系统框架，

经过了实验的证实，公认度较高，应当予以持续的发展推进。1935 年 6 月 14 日，在北平协和学校毕业

式中，傅氏对医学后生的诫勉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傅告诫后生当前西医发展面临重重难关，需要众人

有“职业和道德的勇气”，而且对西医未来发展的前程充满了希望。1941 年 5 月 12 日，傅氏在《中央

日报》南丁格尔女士诞辰纪念特刊上发表《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一文言之：“在未来的新中国需

要护士与需要医生一般的殷勤，这两者都是维持一个民族的基本之事业，比在疆场上抗敌的士兵一般可

敬。至少是比大学教授是更可敬的了”[16]。傅斯年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将护士与医生看作比教

授更为值得可敬，可见其对西医推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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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长时段来看，傅斯年一直对国医保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而形成这样一种认知，是有着

深刻的根源的。傅斯年自小成长，就处于时代大变动时期，文化的剧烈转型给傅斯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理

冲击。“旧”的文化衰弱成为大势所趋，从“新”的文化中寻找道路的想法开始在心底萌发。在伦敦和

柏林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培养起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心理学和医学成为他主要

关注的内容，同时实证派和比较语言学对他亦产生较大影响。一套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体系和切身的科

学实践，让傅斯年在“国医存废”论战中拥有了足够的底气和理论武器。关于“国医存废”论争肇端于

1909 年，之后经历了四次高潮。几次论争将国医的负面性挖掘越来越深，让傅斯年更为坚信他的选择的

正确性。可以说，1934 年傅斯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是他之前所有经历的“总爆发”。傅斯年

在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在追求科学化的西医路上渐行渐远。不仅如此，在诸如史学研究方面，他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建设视为其毕生志业，而“史学即是史料学”治史精

神则贯穿于史语所历史始终，从中可窥得其欲把史学发展为科学之学的努力，这亦与其对中医和西医的

认知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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